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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时间与传统》 序言

布鲁斯 坎格尔教授的《时间与传统》是一本讲考古学理论

的好书，在美加考古学界也是受人尊敬和重视的一本书。它的

中译本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应当是有积极影响的。

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。最近两年来出版的

《中国考古学年鉴》对当代中国考古研究活动固然是很可靠的反

映，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“考古学理论”这个范畴。可见“，理论”

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。我相信

中国考古学界对理论的漠视不是偶然的，而有它历史上的一些

因素。首先，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的有系统的

讨论。黑格尔曾经说过：“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、明确

的事实，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或推论。”固然这种观察是很

不可靠的，但传统史学的确有特别着重对客观史实的记述的一

面。它的另一面则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

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，所以自孔子以来便有“作春秋而乱臣贼子

惧”的现象。这种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，自有它趋于极

端的一面，所以近代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以后，便首先以传统史学

的这一特征为打击的对象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人

布鲁斯 坎格尔著，蒋祖棣、刘英译（北京，三联书店， 年版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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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斯年先生在 年出版的《集刊》发刊词中就疾呼要打倒“把

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或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

为一气的人”！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学观认为“历史学不是

著史”“，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”。

可以说，以反抗传统史学之末流的仁义道德史学为特征的

这种史料学，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据领导或至少是优势地位。

在这种历史观培育下发展起来的考古学，也就特别重视考古材

料的获取和考证，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，常以为“理论”不过是一

种成见，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。

这种以史料及史料考证、排比为主的历史观在近三四十年曾受

过剧烈的批评和批判，而且近年来中国历史界对历史理论进行

讨论的兴趣也有很大提高。不过，在考古学上惟一有系统的指

导理论，仍是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唯物史观。关于这种理论在考古

学的作业上如何具体运用，一直很少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田野实

践。所以，马恩的唯物史观虽然对中国历史在宏观上起了巨大

的、高级的指导作用，不过据我的观察，它还没有广泛地在中国

考古学的作业中发挥很大的具体作用。

其实，要讨论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，

我们首先得说清楚在我们使用“考古学理论”这个名词的时候，

我们所指的概念是什么。最近在《考古学专题六讲》这本书里，

我把自己对几个常用的有关名词的用法说明了一下：“资料”是

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“；技术”是取得资料的手段“；方法”是研究

资料的手段“；理论”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，并反

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。上面这个对理论的定义，我想一般

是可以使用的。但这个定义比较狭窄严谨，因而在一般的运用

中，我们不妨把它放宽些。我们可以说，考古学上的理论是在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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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作业的每个步骤上指导我们作何选择，如何做此选择的、关于

文化现实、社会现实的有系统的一套看法和想法。换句话说，在

考古实践中，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。使我们能

知其然的便是考古理论。口口声声说他不相信考古理论，或者

说他没有考古理论的人，并不是真没有考古理论，而是只有未经

检讨的、不成系统的、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。进行考古实

践并不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盲目自动地向前走，而是每一个

步骤都会碰到岔路，需要加以选择。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

是有根据的、有信心的；没有理论的人，进行这种选择是盲目的。

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实践离不开考古理论。我

们到田野去调查遗址的时候，应该如何调查？考古调查不是只

有一个不变的方式，而是根据我们调查的目的和对古代文化社

会生活的不同了解而有所区别。有人看到不同的遗物群便把它

们当做不同的文化；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做是同一或不同文化

对不同生活需要所做的不同适应性行为的表现。这两种不同的

看法便对我们调查的范围、深度、顺序以及发掘与否等诸决定，

有很大关系。考古发掘更是一套复杂的程序，从打桩子到回填

之间一步步的工作应如何进行，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。怎样能

忠实地记录资料，同时又能提供回答特定问题的资料，这就要看

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具体地点、范围、各种专业人员的使用、发

掘的细密程度等等问题上进行怎样的选择。发掘出来的遗物如

何进行处理？有哪些可以留下来，哪些可以抛弃？对器物进行

分类是为了什么目的？为了这种目的又应当使用哪些分类标

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每个考古工作者必须准 ？ 回答的。无

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体系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，在进行自己

的选择时，考古学者是一定要应用他对历史认识的理论的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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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考古理论与考古实践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理论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主观成见。它需要与客观资料相对照。

考古工作者不会没有理论，只是有人有好的理论，有人有不好的

理论。如果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考古学的理论不足重视的话，

我们不妨问一问，是盲目地使用主观的、未经检讨的理论好，还

是先对自己的理论体系做一番检讨好呢？

四五十年来，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很显然在美国。这并

不是说美国有最好、最正确的考古学理论，而是说美国考古学界

的理论是多元化的，也是特别发达的。因此，考古学工作可在许

多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做适合自己立场与见解的选择，并且在这

些体系中不断得到启示和刺激。事实上，就西方考古学史来说，

考古学理论的有意识的发展也不过是 世纪 年代以后的现

象。在这以前，西方考古学也是以器物为主要对象的。即以器

物史的发现和文化史的重建为主要的目标。因而，这种研究的

年代主要方法便是年代学、地层学和类型学。 欧洲考古工作

者开始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，不少人开始主张，考古学研究的对

象应当从器物转向人。考古学资料是物。如何从物去研究人的

生活，这便要有借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。在这方面比

较有名的一篇文章是英国 柴尔德在英国史前学会以戈登

年年刊上发表的一篇《史前史变化中的方法与目标》，其中就大

力主张考古学者在理论上要有意识、有系统地讨论如何研究史

前时代经济生活、社会生活这一类的问题。这篇文章在西方考

古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。不过，考古学理论的蓬勃发展还是

年代初年代晚期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。自 期开

始，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，并且数十年不

衰。自 年以来，美国考古学理论的书刊与论文无疑有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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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、数万之多。中国考古学界如果对这方面有加以探索的兴趣，

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园地，其中有不少值得参考，值得作为

可以攻玉的“他山之石”。

《文化：中国与世界》丛书编委会选了布鲁斯 坎格尔这本书

翻译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正因为考古学理论

在美国特别发达，以致各种说法五花八门，令人眼花缭乱，而且

其中良莠不齐，有精华也有渣滓，要在美国关于考古理论的千万

种著作中汲取精华，必须首先做一番爬梳清理工作，除滓存精，

坎格尔是加拿大人，在蒙特利尔的才不致事倍功半。布鲁斯 马

克给尔大学任教。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得到的，而

且多年来，他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一席非常令人重视

的地位。他所以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，便是他不仅有精深

的见解，而且持论公平，不属于哪门哪派，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

都能客观地做正面、反面的检讨和批评、整理。读者读他的文

章，能中肯地把握理论上的一些基本窍门，对各派学说的要旨优

劣都能掌握，最后可以作明智的抉择。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

版在即，相信它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进展一定会起积极、肯

定的作用，所以很高兴地写这几段话以志同声之欣悦。

年 月于美国哈佛大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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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阳》 张序

《安阳》是先师李济先生最后的一本专著；像它的作者一样，

这本书在中国考古学的园地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。如今它的中

译本问世在即，令人感到兴奋。

年第一次发掘安阳自从 个寒暑殷墟到今天已经

了。我们对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重要性的认识，不但没

有被岁月的消逝所冲淡，反而越来越在中国考古学持续发展过

程的启示之下而更觉得清楚了。这个重要性，一方面是由于殷

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

址，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们所经验出来的心得，对以

后半世纪中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

影响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

字记录的考古遗址，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

解上，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。至少在目前的知识范围之内，

我们可以这样说。学习中国考古学者最好自学习殷墟开始；学

习中国近代考古学史者，也最好自学习殷墟开始。

从中国考古学史上说，李济先生的名字是与殷墟分不开的。

有中国考古学 年之父的称号的李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自

李济著，贾士蘅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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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年发掘殷墟工作的总指 年以后李先生又在挥。在

年的时间进行战台湾用了 前发掘出来的成果的整理和研究

工作。他一生的学术著作也以殷墟和殷商文化为中心。给学习

殷墟的学生带路的人，再没有比李先生更合适的了。这本《安

阳》是李先生给殷墟发掘和研究所做的一个总结。教中国考古

学的课用这本书作头一本入门书是再合适不过的 安了。可是

阳》原书是用英文写的；在国内教书的人对这本书的中文版的问

世，可以说是久已望眼欲穿了。

贾士蘅女士翻译这本书为中文，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李先

生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年纪已经很大，身体欠佳，行动不便，在这本

书的材料搜集与写作上，贾女士给了李先生很大的帮助。如今

由她自己翻成中文，自是驾轻就熟，对作者的原意也比任何他人

都能了解。贾女士嘱我为中译本作序，就写了这几段话以志喜

悦。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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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

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

动六十周年论文集》 序

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研究中国南部及邻近地

区的国际性的研讨会，将来自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、和越南的

篇论文，编集出版，这是中国地区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中国南部考古学起步较北方为晚，在过去又由于传统史学重中

原轻边疆的偏见而被忽视，所以考古与古史研究成果不如华北。

近年来，部分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，考古材料出土增加。南方各

省的考古文物单位，包括香港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内，又有

计划、有目的地扩大了调查、发掘的规模和范围，发现了许多引

起国内国外密切注意的新资料与新问题。中国文化研究所在此

时此地召开这个学术研讨会，可说正是迎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良

机。

在“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”这个会议上，同时要庆

祝人类考古界前辈学者郑德坤教授 周年，这尤从事学术活动

其令人感奋。郑先生与中国南方，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古代文

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、郑聪编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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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研究史的关系，是非常密切的。不知道今天还有人记得不，福

建省最早的考古发掘工作，是 年春郑德坤先生主持的。

季，泉州市中山公园建盖体育场时，在地下发现古代墓葬。厦门

大学附中教员庄为玑先生看到了，便买了几块砖头带回厦门。

岁的郑德坤先生是厦门大学那时候才 文化陈列所的所长，

他知道了这事便与庄先生和林惠祥先生一起去泉州发掘。他们

一 天，发现了 座唐代的砖墓（这次发掘的收获后来共工作了

在 年的《哈佛亚洲学报》中发表）。就在那年后半，郑先生

转往四川成都的华西大学任教，后来将四川古代文化的研究，开

辟了一个崭新的园地。但他对东南海岸一带的考古一直挂念在

心。 年郑先生还在香港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的时

候，曾计划召开一个“中国东南海岸地区史前文化研讨会”，邀约

已故的林寿晋先生与我协助他计划和筹措。这个会议拟邀请的

学者的名单和拟讨论的题目都已大定，但因为经费的关系，一直

未能实现。但是郑先生这一愿望，今天在这个“南中国及邻近地

区古文化研究”研讨会中成为事实了。我们今天将这个会中提

出来的 篇论文贡献给郑先生，向他自 年开始在厦门大

学任教以来 年如一日从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的精神与

重大的贡献来表达我们的敬意，真是再也合适不过了。

郑德坤先生 年来，陆续在厦门大学，华西大学，英国剑桥

大学，与香港中文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，对中国考古学，史学，

艺术和人类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。将他的多方面的贡献做

详细的分析，然后把它们做一个综合的报告，是一件规模庞大的

研究计划，我有从事的野心，却不知能否胜任。但是，在郑先生

的著作中很显著地可以看出来的一个特点，也是与香港中大中

国文化研究所的宗旨，并且与今天这个会议的内容都有关系的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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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郑先生不论是讲学还是著述，他的着眼点都是以中国文

化的一般特征以及中国文化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关系为主题。郑

先生的文章，有题目极大的，如《中国文明之始》

，载 ，也有题目

极窄的，如《若干中国伊斯兰的幻方瓷

，载 ， ，

。大题目能旁征博引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小题目则深入

浅出，论证到无懈可击。总看郑先生写作的范围，没有办法给他

一个标签，说他是哪个题目的专家；他的题目环绕着“中国文化”

这个极大的圈圈转，合起来就将中国文化从无数的据点界说起

来。郑先生当然是个考古学家，但是他不止是个考古学家，他也

是史学家，美术史家，艺术鉴赏家，古地理学家，人类学家等等。

我想可以说郑先生是个中国文化学的学者，与老式的西方的汉

学家有许多相似。中国近代学者里面可与郑先生比较的是杨联

升先生，只是杨先生立基于史学，郑先生立基于考古学而已。

年 月，郑先生在香港写信来说：“我们研究人类学，

对于文化与人的关系应该有点认识，各民族各有他们的文化。

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是生活生存的要素。不幸我们处于动荡的时

代，流落海外，年暮思乡，每感到他国的文化与我们的不一般。

最缺乏的是人情。朋友来往无论多么浓密，总缺少了些人情味。

早年忙于生活工作，不觉得，越老越知道我们故有文化的宝贵。

几千年的演进，继续存在，不是无因。去年有这讲演机会，因此

把一些思想系统化，一方面讲给学生听，一方面拿来和一些海外

‘难民’互相讨究。来信讨论与以共鸣的，确有几人。台北老友

且建议重印在国内发行，据说要列入中山文库第一册，以广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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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。这种积极的态度比较我死抱古书，壁补丹青，橱陈金石，闲

摸麻将，聊慰乡愁要高一筹了。未知你以为何如？”这里所说“去

年有这讲演 年郑先生应新加坡南洋大学副校长机会”是指

刘曜的邀请，在南洋大学讲中国人类学的课。郑先生在这封信

所描写的心境之下，便利用这个讲演的机会，从人类学的角度讲

了中国文化。他的讲演稿不久便在南洋大学以《中国文化人类

学》为题出版。在这本书之前， 年郑先生客居马来亚大学，

协助成立中国研究系，同时给了一系列的有关中国语言和历史

的演讲。演讲的记录稿后来编为《中国的传统文化》一书。在

年郑先生把这两本书整理修订，又出版了中文的《中华民

年族文化史论》。 郑先生又用英文出版了

。这些单刊都是郑先

生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综合与总结，而他的各种专业论文可以看

做郑先生对中国文化整个看法的个案研究。

这个国际研讨会“，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”，在研究

中国文化的早期历史上，也将提出重要的贡献。中国南部古代

文化有它自己的特性，而且在很早的年代便达到很高的文化水

平，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前提了。现在中外学者讲到中国古代

文化都流行使用“区域文化”这个术语：例如，仰韶文化是黄河中

游的区域文化，大汶口文化是山东半岛的区域文化，大溪文化是

长江中游的区域文化，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区域文化，等等。

这些区域文化并不是完全孤立生存，孤立发展的。它们在生长

过程中难免发生接触、交流的情况。前几年在河南濮阳发现过

仰韶文化时代用蚌壳摆成的龙的形象，最近又在湖北黄梅发现

大溪文化时代用河卵石摆成的龙的形象。这两条龙都是公元前

四五千年前的产物，但是属于不同的区域文化。年代再稍晚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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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又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出现。龙作为艺术形象，代表一

定的宇宙观。辽河，黄河，长江流域在大略同时都出现龙的形

象，恐怕不是巧合，而要反映这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或

接触关系。中国文化的确要有许多源头，但这许多源头在什么

时候汇聚成为中华文化？这是要靠考古，古史学家将公元前一

万年来全中国境内的文化资料仔细比较研究以后才能得到答

案。这个论文集包含许多讨论南方史前文化特征的文章，为今

后与北方文化的比较奠立了基础。更多篇的文章，专门讨论南

方 古代的牙璋在尤其香港 南北文化接触上的启示。这

里每篇文章，都有它自己的主题和意义，但总起来看，它们讨论

了中国文化形成的早期历史上南北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。我们

将这本论文集呈献给郑德坤先生，希望它标志着在郑先生的中

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了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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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考古与历史文化 庆祝

高去寻先生八十 序大寿论文集》

年 月 日是高去寻先生 岁的生日，我们这一群

高先生的学生借这个良辰吉日将这本学术论文集呈给高先生为

他祝寿。

高去寻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全世界研究中国古史与考古

学的学者所熟知的，不必在这个场合详细叙述。自从高先生在

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，在 年秋季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

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 年以来的的发掘以后，他这

学术事业便与殷墟的发掘、研究，与成果的报告离不开了。高先

年来陆续发表生在殷墟研究上最重要的贡献，无疑地是他近

的殷墟 座大墓的报告是梁思永西北岗王室大墓的报告。这

先生生前开 年逝世以前只写成了始写作的，但梁先生在

万字的未完稿。从 年起，高先生全力辑补梁先生稿，将

西北岗的大墓一个接着一个详细的描述发表出来，成为研究中

国古代文明上最重要的一批新资料。除此以外，高先生在殷墟

大司空村墓葬 年秋季主持发掘的）所表现的殷代（是他在

礼制、殷墟出土的文字，与殷周青铜器的形制的研究上，都有独

宋文薰、李亦园、许倬云、张光直主编，正中书局 年。，台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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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的见解。高先生又是在中国考古学者首先详细讨论中国黄河

流域古代文明与北方文明之间的关系的。

我们有幸作为高先生的学生，都深深感到高先生的教导对

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过深重的影响的。高先生对我们的

教育远不限于他丰富学识的传递，他对他的学生们更大的影响

还是由于他认真纯正的性格给我们所作的为学、为人的榜样。

他之教育学生是认真详尽、毫无保留的。记得 年他第一次

到我们的母校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开中国考古学的课，用一

年的时间来准备课程，然后把他准备的材料，就是中国考古学自

金石时代起 世纪、经过 年代西方科学考古输入，一直到

年中央研究院迁台以前为止的全部经过与成果，一年一年

的，每本书、每篇论文都给他的学生查找撮要出来，从杨梅坐火

车到台北来上课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。我们在中国考古学

上的基础，就是高先生这样替我们打出来的。这位举世闻名的

学者，与我们这 年来，些年轻的学生打成一片，以诚心相处，

不但是我们的良师，而且是无话不说的益友。这是因为高先生

虽然较我们年长，却一直抱着一颗赤子之心，一心只知为学，把

他的学生都当作为学道上同伴，一方面不容情地指出我们的错

误，一方面又鼓励我们从事独立思考、鼓励我们有新的看法。历

史语言研究所出身的高先生这一代的学者中像高先生这样的纯

真学者当然不只他一个人，但高先生是与我们最亲近的一位，也

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位。我们除了学习高先生的学问以外，

还希望学他的为人，也希望能像他这样对待我们的学生。现在

的社会越来越复杂，做人也越来越难，但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一代

和在我们以后代代的学者中，像高先生这样以做学问和教学生

为纯一念头的人不绝如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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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先生 大寿的场合，我们谨向他呈献这本论文集作为祝

寿之意，但更希望他仍照例告诉我们他对文章的看法，纠正文章

中的错误，或与我们辩论文章中的细节。

宋文薰

李亦园

许倬云

张光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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